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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欧洲与中古世界

———历史多样性统一视野下的探讨

侯树栋

【提要】 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古世界当然也不例外。中古世界的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
具有各自的历史演进理路，因而都是“特殊”的。然而，这些“特殊”不是脱离中古世界共同结构与法
则的“特殊”，而是蕴含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现代文明始于欧洲的一隅之地西北欧，这是历史
事实。正是这个事实促使论者竭力论证西方与非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乃至根本不同，进而在不同
程度上将中古欧洲纳入以“现代”的发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历史学家在面对中古世界无限丰富的
历史差异时，似应进一步思考，这些差异显示的是根本不同的社会，还是同性同质社会在一些层面的

不同表现? 运用唯物史观，自觉引入世界历史眼光，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避免陷入历史阐释中

的某种“后见之明”。
【关键词】 中古欧洲 中古世界 多样性统一

世界历史之大变局时代激励历史学家更自觉地从世界( 全球) 着眼考察历史，以求突破囿于各

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视野和观念。世界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其实是不同程度上的跨文化研究
或曰历史比较研究。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意味差异性，统一性意味共同性。各个国家、地
区和民族的历史总是具体的、特殊的、互有差异的、不平衡的，这是经验事实表明的历史常识。然
而，多样化的历史过程和现象也蕴含共同的结构和法则，呈现多样性的统一。中古世界当然也不
例外，它的历史同样是一部多样性统一的历史。组成中古世界的各个历史“板块”，例如东亚、西
亚、南亚、北非、西欧、东欧等，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进理路，因而都是“特殊”的。然而，这些“特殊”
不是脱离中古世界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而是蕴含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封建主义、传
统社会、前资本主义、前现( 近) 代，等等，是中古世界曾经和现在的“符号”或“标签”，无论对其内
涵作何种解释，这些“符号”或“标签”本身，正显示中古世界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呈现中古世界自身
的结构和法则。
现代文明始于欧洲的一隅之地西北欧，这是历史事实。这个事实促使论者从不同角度探索现代

文明的中古欧洲起源，竭力论证西方与非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乃至根本不同，进而在不同程度上

将中古欧洲纳入以“现代”的发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有关中古欧洲的“现代”话语，并非全然无据，
也具有启发意义。然而，关于“现代”的“起源”，一旦变成认识中古欧洲的单一或主要视角，势将在
放大历史的某一或某些侧面的同时，扭曲那段历史的基本面。历史学家在面对中古世界多姿多彩、
无限丰富的历史差异时，似应进一步思考，这些差异显示的是根本不同的社会，还是同性同质社会在

一些层面的不同表现? 不同的历史道路，究竟源自文明或文化的特殊“秉赋”，还是社会基本矛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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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致?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觉引入世界历史眼光，能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避免陷入历史

阐释中的某种“后见之明”。

一、中古欧洲:以“现代”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及其反思

从文艺复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一直是阐释中古欧洲的主导语境。不过，“现代”语境下
的中古欧洲却先后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形象。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主流叙事把中古欧
洲视为理性和进步的“他者”、“现代”的反题、野蛮和迷信的胜利。从彼特拉克到伏尔泰、休谟和吉
本的主流历史观念，甚至布克哈特的论述，都把“现代”与中古欧洲根本对立起来。愚昧、黑暗、停滞
等一系列负面用语成为中古欧洲的特有标签，它们无一不是“现代”的反面，“现代”的种种属性，凭
借这些负面术语的反衬而具象化。

19 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界有关“现代”的发生形成一套新的主流话语，中古欧洲逐渐进入这套
话语且在其中占据重要一席，其历史形象从“现代”的反面变为“现代”的起源和前奏。
对这套新主流话语的基本内容，莫尔( R. I. Moore) 作过精到的概括。他认为，它讲述的是人类

文明的成就怎样在工业化时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中达到顶峰的故事。民主与工业资本主义是欧洲
文明，或曰西方文明或曰基督教文明的特殊秉赋，这又缘于欧洲对古代地中海古典文明中的理性

和民主传统与犹太—基督教的宗教力量的继承。这种力量在中古千年的时间里发育并逐步成熟，
且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加以充实。由此而来的一套价值，给予欧洲各国和新大陆以活力和动
力，造就了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同时也遭遇制约和掣肘，与停滞、衰朽的亚洲形成对比。① 19 世
纪后半叶以来，摆在中古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中古欧洲纳入主流话语。20
世纪初，西方学者把“现代”的源头已经推至 15、16 世纪之前，从中古时代探寻“现代”的起源。不
少论著把 11、12 世纪或 12、13 世纪作为“现代”发源的关键期、欧洲文明的奠基期。这样一来，中
古欧洲在有关“现代”起源的主流话语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甚而是“现代”得以发生的根据
和前提。②

根据 19 世纪后期以来的制度史研究，中古欧洲是组成欧洲文明的一些基本制度的发源期，包括
民族与民族国家、王权、贵族、议会、城市自治、教会，等等，由此出现探讨一系列现代制度之“中古起
源”的研究题目，形成阵势可观的“起源崇拜”。例如，现代国家的中古起源、现代自由的中古起源、
现代个人权利的中古起源、现代契约与法治观念的中古起源等议题。③ 对于这一类研究，这里试析一
例，即 1995 年出版的《西方现代自由的起源》，以窥一斑。该书认为，公元 1000 年左右，欧洲并没有
任何迹象预示西方的现代自由，当时国家分裂，政治混乱，文化落后。然而，过了 500 年，西方改变
了，政治上虽未统一，但国家力量强大起来，经济富裕，文化繁荣。因贸易繁荣而兴起的城市通常
是由它的市民统治的，晚于城市兴起而形成的议会，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制度。法律长期以来致
力于保护私人财产，法庭致力于保护人民。该书强调，现代自由是欧洲的产物，而欧洲在公元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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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Moore，“Medieval Europe in World History”，in C. Lansing and E. D. English，eds. ，A Companion to the Medieval Worl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p. 563．
R. I. Moore，“Medieval Europe in World History”，pp. 564 － 565．
对这一类学术研究，我国学者已展开反思，参见黄春高:《中世纪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光明日报》202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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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却是落后的，那时世界有很多地区似乎更有“资格”成为现代自由的诞生地。结果，西方由
落后变先进。诺思( D. North) 称此现象为“西方的悖论”( the Paradox of the West) 。他把东西方历
史道路的差异归结为制度的根本不同。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促成经济增长，也培育了独立的思
想与精神，所以自治城市、议会、新教相继发生。强大的经济制度保证了自由与财产权利之间的紧
密联系，这是现代自由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蒂尔尼( B. Tierney) 则着重指出中古教会对现代自由的
重要意义。他认为，正是教会的存在使西方既没有形成专制国家，也没有出现神学绝对主义，因为
教会和国家都不能完全支配对方，这就不可能造成任何一方的绝对权力。另外，教会内部的主教
选举和公会议选举，也为世俗国家的选举提供了范例。还有学者论证城市自治和议会政治对现代
自由的意义。①

萨瑟恩的《中世纪的形成》在西方学界一直享有盛誉，其主题是 10 世纪后期至 13 世纪前期西欧
地区的发展和变革。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作为文明或文化概念的“西欧”形成的关键期。他选取 972
年和 1204 年这两个年份切入这一关键时期。他写道，著名学者格伯特( Gerbert) 为研究逻辑于 972
年从罗马来到兰斯，他的著作、方法和学生，在欧洲北方思想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腊思
想的再发现为中古欧洲的思想成就奠定基础。西欧在 1204 年对君士坦丁堡这个希腊帝国首都的征
服，强有力地改变了欧洲政治思维的走向和地中海的商业形势，地中海再次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元

素。萨瑟恩强调，972 年和 1204 年这两个年份的重要意义都是象征性的，赋予它们远超其象征性意
义的历史含义是荒唐的;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这些世纪对欧洲发展的重要性只能通过广阔的视野
才能理解”。千年时间里欧洲一直是政治实验、经济扩张和思想发现的世界中心，欧洲的这种地位正
是在 10—13 世纪取得的。“这一时期真正的奠基意义，时常不为当时人所知，无疑也时常不为我们
所知。欧洲边界的稳定化、政治秩序的缓慢恢复、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的增长，不仅本身是对以前历
史趋向的静悄悄的颠覆;它们甚至使思想和感情方面更隐密、更深远的变化成为可能，使得社会方向
( 世俗和宗教目标) 的变化成为可能。所有这一切带来的结果至今与我们同在。”②萨瑟恩或许是不
想让自己的阐释变成某种历史目的论或后见之明，因而才说赋予两个历史年份( 即 972 年和 1204
年) 远超其象征性意义的历史含义是荒唐的，然而，接下来他又说这两个年份所在的那些世纪“对欧
洲发展的重要性只能通过广阔的视野才能理解”。萨瑟恩最终还是赋予了那两个年代远超其象征性
意义的历史含义。
“起源崇拜”，③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即一味根据后期结果解释历史。这种阐释必然赋
予历史进程以鲜明的目的性，历史叙事也会强烈地指向“当下”。这种阐释，关注历史对当前的
意义远甚于历史本身。“当下”一旦变成历史叙事的唯一或主要依据、目标和焦点，多样化的历
史也就被化简为向某个既定目标驶进的单一进程。“起源崇拜”式的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
古时代的制度与“现代”直接挂钩，忽略那些制度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样就将动态的、不断变化
的历史过程，变成凝固的、静止的抽象理念。例如，权利、义务、法律、自由，甚至议会、选举等，
都是中古欧洲历史文献中的常见词汇，若不考虑这些字眼所处的历史语境，不考虑这些词汇的

当时所指，势必将它们混同于现代概念。这样一来，对历史的阐释其实已变成历史哲学式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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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推演。
对于一味从中古历史探究现代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起源，甚至让历史为某种价值判断服务的研究

倾向，马克·布洛赫予以批评。他强调，离开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历史现象。① 勒高夫也指出:
“过去启发却并没有决定未来。”②帕特里克·格里提醒人们: “我们必须理解过去对于当今的重要
性，也必须理解过去与当今之间的区别，因为历史就在于变化。”③这些论述无一不在提醒人们，在专
注“现代”的“历史起源”时，不应忘记历史与现实的根本区别。这些提示着眼于历史与现实、古代与
现代的本质不同，是合理、清醒的论断。

20 世纪后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目的论式的历史阐释进行反思和批驳，他们的观点值得认真
对待。针对论者从中古欧洲至少是 11、12 世纪以后的中古欧洲探寻市场和资本主义起源，彭慕兰指
出，这一类研究强化了这种观念:西欧早在海外扩张以前就走上一条独一无二的光明大道。越是从
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和制度中探寻市场动力，就越趋于把市场驱动的增长作为整个欧洲发展的历

史。这样一来，过去的“黑暗时代”就变成了现在的颇具创造力的时代。④ 威克翰( C. Wickham) 对中
古欧洲早期和中期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带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一些论点作了深入剖析。在分析亨
利·皮朗“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这一著名论断时，威克翰指出，皮朗的这一观点之所以具有
广泛影响，是因为它符合有关中古时期西北欧经济之获成功的根深蒂固的一种元叙事

( metanarrative) 。它讲述的是曾经属于落后地区的西北欧怎样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的故事。由此展现
的前景就是商业资本主义，最终是工业资本主义。西北欧变成中心，其他则是边缘。威克翰强调，这
种目的论式历史阐释的错误，在于它把与现代经济相关联的一些历史现象摆在逻辑的中心，把与现

代经济没有什么联系的另一些历史现象置于边缘;在于它的经济逻辑高估了长途贸易在中古时代的

作用;在于史家的民族主义导向渗透其中。他提醒人们不要用通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目的论来讲述中
古欧洲早期甚至中期的基本经济模式:“无论如何，在 13 世纪以前甚至更晚一些时期，身处尼罗河流
域的预测者，或者身处更远的长江流域的预测者，比身处泰晤士河或莱茵河流域的预测者，似乎更有

可能预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⑤

确实如萨瑟恩所说，没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没有对未来的意识，就无法真正把握历史过程和现象

的性质与意义。人对历史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受“当下”的强烈影响。所以“当代性”是历史认识固有
的一重性质。就此而言，目的论式的历史阐释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种合理性又是以对历史过
程和现象的具体认知为前提和基础的。否则，历史就会被理念和概念的思辨所扭曲。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深刻揭示了这一点:“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
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
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
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 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 ‘并列的人物’。
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

95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 25—29 页。
J. Le Golf，The Birth of Europe，trans. J. Lloyd，Blackwell，2005，p. 2．
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罗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K.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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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①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
明确反对把他们的历史阐释变成某种目的论。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主编佛拉克里在介绍本卷编写时提出的一些思路与方法，为历史学
家尽可能克服目的论倾向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途径。他说，通读第一卷必然得出以下结论:欧洲
各地区在 500—700 年都处在适应后罗马时代新环境的过程，这一适应过程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罗
马世界的转变”。但是，“罗马世界的转变”本身并不是此卷的焦点，因为一旦那样做，就会过于强烈
地预测未来。若围绕“罗马世界的转变”进行编写就会把一种僵硬的总体框架强加于各个地方的材
料之上，从而牺牲掉各个地方多样化的历史。② 佛拉克里在指出 500—700 年欧洲历史进程的“结
果”或“目标”就是“罗马世界的转变”的同时，没有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那个“结果”或“目标”
的“注脚”，而是为书写各个地区多样化的历史进程和现象留出相应的空间，从而也为多元化的思考
和判断留出相应的空间。

二、作为多样性统一的中古世界

中古世界各国家、地区和民族彼此不同，互有差异，这一点完全切合人们的经验观察，是历史多
样性( 或曰特殊性、差异性) 的体现。与此同时，多样性又蕴含统一性( 共同性) ，“多”中有“一”。封
建主义、传统社会、前资本主义、前现( 近) 代等概念或术语指代的，正是作为一个整体即作为“一”的
中古世界。中外学者曾经普遍用封建主义、封建社会 ( feudalism，feudal society) 指称中古世界。现
在，这个概念受到质疑。理由似乎是，“封建”一词的本意是政治或法律意义上的，指“封土建邦”或
“封土与封臣”( fief and vassal) ，而“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中的所谓“封建”，已经具有经济或社会
形态方面的含义，可见“封建”一词被“滥用”了。在西方，“封建”一词渐具生产和经济含义始于 18
世纪。在亚当·斯密的笔下，“封建”用以指称一种生产制度，其基础是地租，这种制度下的劳动虽非
奴隶劳动，但仍具奴役性质，与工资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经启蒙学者进一步阐发，“封建”代表特权、
剥削、贵族，指向贫穷和不公的一套社会制度。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宣布废止的，正是这种意
义的“封建”旧制度。③

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一书因扩大“封建”一词的含义招致批评，有人指责他将“封建”的
语义搞乱了。对此，他作答如下:如同现代物理学家在使用“原子”概念时不会考虑古希腊哲学家是
怎样使用“原子”一词一样，“封建”在他笔下是一种符号，其内涵早已约定俗成，用以指代在社会性
质和结构上截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中古社会。④ 布洛赫的“封建”概念是对西方学界狭义“封建”的
重大突破，是对 18 世纪以后渐具经济和社会关系内涵的广义“封建”理论的升华。马克思主义史学
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家如希尔顿、波斯坦等，均对布洛赫的广义“封建”说表示赞赏;即使对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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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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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0 页。
P. Fouracre，“Introduction”，in P.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 Ⅰ，c. 500 － 7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2 － 3．
D. Herlihy，“General Introduction”，in D. Herlihy，ed. ，The History of Feudalism，Macmillan，1970，pp. Xⅵ －Xⅷ．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33 页。



中古欧洲与中古世界

“封建”说作过经典阐释的冈绍夫，也对布洛赫的《封建社会》称许有加。① 有人指出，布洛赫对欧洲
封建社会基本特征的归纳，其实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封建”概念的内容，这种广义
“封建”说或许逻辑上尚不够严密，但毕竟是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假设。② 笔者赞同对布洛赫广义
“封建”说的积极评价。“封建”在《封建社会》一书中的内涵，表明布洛赫视中古欧洲社会为一个整
体: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类型，其突出标志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普遍存在。③ 不过，布洛赫笔下
的“封建”主要指中古欧洲，还不是中古世界。但他将欧洲与日本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也试图把考察
的视野放大到非欧世界。
马克思主义史学首次用“封建”称谓整个中古世界，“封建社会”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考察

中古世界的一个基本概念。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般阐释，封建社会的基本内涵是大地产制度与小
生产的结合，以及地主( 领主) 与农民阶级两大社会集团的矛盾与对立。这是中古世界根本统一性
所在。
马克思主义对“封建”的阐释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赋予“封建”以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涵

义，把西欧农奴制作为封建关系的典型，但有时也延续西方学界传统，沿用“封建”一词的法律、政
治涵义。如果说马克思笔下的“封建”具有西欧农奴制和采邑制的历史模式，那么列宁对“封建”概
念的阐释则去掉了那种模式，突出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者对小农的地租剥削。从这一
内涵出发，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形式的大土地所有者压榨农民的社会，就都称之为

封建社会了。从马克思到列宁，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内涵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演变。④ 马克思
主义的广义封建说，对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影
响，指导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从土地制度、大地产主与农民的关系角度阐释中古世界的社会性
质和特点。⑤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理论不是公式、教条或套语，而是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
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
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抓住的正是历史的根本。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和结构。历
史研究的实践证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仍是帮助我们把握诸多复杂历史现象及其相互之间辩证关
系的科学概念。面对思潮汹涌、理论杂多，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在多元化的思想
背景下怎样更好地认识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意义与价值。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封建社会”是对无限丰富、多样、互有差异的历史过程

与现象的高度抽象，也正是由于它的高度抽象而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体现了中古世界的根本

统一性。在学术史上，有关“封建”的理论多种多样，各有其特定的出发点和侧重，硬要说哪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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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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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 D. Herirbaut and A. Masferrer，“François Louis Ganshof”，in J. Aurell and F. Crosas，eds. ，Rewriting the Middle Ag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repols，2005，pp. 228 － 229;侯树栋:《论冈绍夫的狭义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4 期。
D. Herlihy，“General Introduction”，p. Xⅸ．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李增洪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04—705 页。
参见侯树栋:《论三大封建主义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6 期。
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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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概念为“真实的”或“精确的”，实在是没有意义。① 检验各种理论的科学意义与价值，应当着重
看它们是否能够真正揭示研究对象的根本结构、矛盾和动力。作为政治或法律意义的“封建”理
论，虽不失其一定的根据与合理性，但其视野毕竟狭窄，涉及对象有限，无法呈现广泛、深刻、相互
联系且相互冲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而且，人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法律规范反映的是道德理想，
它们完全可能偏离社会实际”。② 当今时代，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趋频繁，时代
呼唤跨文化研究或比较研究。这一类研究尤其需要在特定的理论或逻辑下进行，因为研究对象之
间的“可比性”往往取决于某种理论或逻辑的预设。只有这样的比较研究才能获得有意义的结论。
作为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视野广阔，抓住了历史的根本，揭示了中古
社会的统一性，对于中古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富于理论指导意义。对“封土与封臣”作过系统、深
入研究的雷诺兹，通过对比几种“封建”理论模式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概念更适用于比较
研究，因为它视野广阔，聚焦在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结构即生产方式上。③ 这一观点显然是合乎实
际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意义的“封建社会”，展示了中古世界的根本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无限

丰富、多样、互有差异的历史过程与现象的高度抽象，它源于多样性，内在于多样性之中。它不是
某种固定的历史演进图式，不是某一具体的历史样式。历史的统一性，相对于多样性是一个抽象
范畴，但不是凌驾于多样性之上，而是内在于多样性之中的抽象范畴。虽属抽象范畴，“封建社
会”的规定性仍然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是纯粹的逻辑公式，决没有抹杀历史差别。“哪怕是
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

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④马克
思主义的“封建社会”概念，不仅不妨碍我们研究建立在同一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古社会的
不同“亚型”，即历史或文明的多样性，反而有助于正确把握多样性或差异性，避免将多样性或差
异性推向绝对化和极端化。中古欧洲是中古世界的一部分，有其特殊的演化理路。欧洲以外各
地区也都有其特殊的演化理路，这正是历史或文明多样性的体现。然而，中古欧洲的“特殊”与
非欧地区的“特殊”，并非摆脱中古世界统一性的“特殊”，而是蕴含统一性的“特殊”。脱离统一
性讲多样性，势必将各地的差异性、特殊性绝对化、极端化，这样一来，中古世界也就不成其为中
古世界了。
中古欧洲与中古中国，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上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表现，因而都具有自己

的特殊性。布洛赫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归纳欧洲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 “依附农民; 附
有役务的佃领地( 即采邑) 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薪俸是不可能实行的; 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
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 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庸关系的特
定形式) ;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

( 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国家将获得复兴的力量) 。”⑤这就是布洛赫阐释的作为社会类型的欧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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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Mediterranean 400 － 800，p. 61．
R. McKitterick，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 Ⅱ，c. 700 － 900，p.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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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唐长孺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封建土地所有者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在
土地上劳动的( 法律认可的和法外投靠的) 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客，然而广阔的土地固然可能部

分出于皇帝的赏赐，却与封邑领地毫无关系。因此，中外学者中有人认为这不能叫做封建制，其
实，封建制的实质就是地主作为土地所有者对佃农进行地租剥削和地主对佃农具有一定的人身占

有关系，这些就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主要形态特征。”①这一观点简洁而深刻，显示了封建社会的多样
性统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封建社会”概念经受住了中外学术实践的检验。中古时期各国家、地区

和民族的历史实际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然而“多”中寓“一”: 经济和社会方面以农为本、手工劳
动、大地产制与小生产相结合; 大地产主不同程度上占有农民人身; 国家形态上以君主制 ( 王权
或皇权) 为主导; 主流价值观上以贬抑个性为基本取向。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古世界的统一性，展
示了中古世界的实质和区别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它们既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又
是考察历史多样性、差异性时不容忽视的前提。无论用何种概念或术语替换“封建社会”或“封
建制度”，反映中古世界统一性的上述基本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通过一系列具体而深入的
研究，不断揭示封建社会的多样性并在多样性中把握统一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项重

要课题。

三、历史多样性统一视野下的中古欧洲

从世界历史多样性统一视野看问题，中古欧洲不是中古世界的“异己”或“例外”，而是中古世界
的一部分。它同样是以农为本的世界，充斥大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矛盾与对立的世界，君主政治占
主导地位的世界，个性或个体独立人格遭受主流价值观压抑和排斥的世界。这是中古欧洲的“基本
面”。当人们紧盯那些似乎孕育现代文明的“种子”时，不应当忘记这个“基本面”，否则，对中古欧洲
历史的一些阐释就难以避免“后见之明”。
把握中古欧洲历史的这一“基本面”，首先要看到中古欧洲与其他封建国家的根本相同性，就

是说，社会主要是由大土地所有者和农民( 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 构成的。这一点是由大地产制
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决定的。这里涉及怎样认识中古历史的起点问题。中古
欧洲历史的起点不在古典文化繁盛的古典古代，而在古典文化渐呈衰落的古代晚期。现在中外论
者虽一般不再把西欧中古早期历史冠之以“黑暗时代”了事，然而，11、12 世纪以前西欧大部分地区
明显落后于东亚、中东和北非，仍是学界的基本共识。西欧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何以如此? 学
界对此已有大量具体和深入的研究，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做出的宏观阐释今天读来仍然
具有启发意义:“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广人稀，居住分
散，而征服者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因此，与希腊和罗
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连在一起的农业
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开始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
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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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断，城乡居民减少了。”①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高屋建瓴，指出了西欧中古文明的新起点，这就是乡
村、农业和一片比古典世界广阔得多的地域。这个起点与古代希腊和罗马社会有继承、有延续，然而
更多的是断裂。
罗马帝国是一个地中海国家，它最富饶的省份都分布在地中海周围。城市是罗马帝国的基本社

会构成，它们首先是帝国的行政中枢。城市内部实行自治，城市与自治是地中海古代文明的核心特
点，但城市同时也执行帝国政令，负责征税。罗马人首次把欧洲北部大片地区纳入统治，但北部自然
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还需等到中古时代。所以，罗马帝国南方与北方的发展存在
显著的不平衡。当代学者通过大量微观研究，证明在罗马帝国后期和中古早期，地中海贸易网络已
经趋于衰退，西部地中海的衰退早于东部，欧洲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心日渐北移，北部欧洲的农业、
手工业和贸易的缓慢发展，推动了北海经济圈的形成。② 由于种种原因，欧洲南部在衰退，特别是古
代的城市普遍衰败，社会甚至出现乡村化进程。即使有的城市延存到中古时代，原有职能与性质也
已改变，城市的宗教与军事性质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欧洲北部尚待开发。这就决定了中古文明的
起点在乡村。物质生产方式的落后决定了中古早期欧洲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低下，大地产制的发展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特征。
中古欧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勒高夫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中古欧洲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特

征:“一方面，中古时代是充斥暴力的时期，是生活状况严酷的时期，是受自然世界统治的时期，但
也是极具创造力的时期，并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或许较之其他更为显著的
是，中古西欧社会，只有在其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怎样被象征主义和想象的世界所渗透得
到阐述时，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在研究中古时代的人怎样思考和感受的同时，也研究他们怎样表
现自己，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并非在很久以前就与之告别的世界，这个仍然渗透在我

们的观念和想象力之中的世界。”③勒高夫的观点兼顾中古文明的“严酷”与“创造力”，展现了中古
文明的特殊性。

11、12 世纪是中古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经济水平低下，此后是繁荣与发展。11、
12 世纪被称为中古欧洲“最具活力的时期”，是中古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支点”。④ 这
是为中古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有人把这一时期视作欧洲文明的开端，市场经济的起点。这一时
期的发展究竟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积累和量变? 还是质变? 答案应当是前者。在中古世界，城市繁荣
与商业扩张并非仅见于欧洲，农本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兼容工商。有学者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和资
本主义起源于这一时期，这一类观点或可称其为是对中古欧洲历史道路的“现代主义”阐释。⑤ 这种
观点其实是把欧洲 11、12 世纪直到现代的历史作为一种线性的、连续的演进过程，忽略了这一过程
的非连续性。如果说 13 世纪欧洲的主题是繁荣和扩张，那么 14 世纪则是由瘟疫等灾害和战争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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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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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希腊罗马经济特征与性质，曾有所谓“现代主义”与“原始主义”之争( 参见黄洋:《摩西·芬利与古代经济史研究》，《世
界历史》2013 年第 5 期) ，本文从中借用“现代主义”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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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欧洲三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繁荣和人口扩张戛然而止。① 15 世纪后半叶，经济再趋繁荣，人口
又趋增长。换言之，11、12 世纪的繁荣和发展与 15 世纪后半叶以后的繁荣和发展不是线性的、连续
的过程。再者，何以是西北欧而不是工商业素称发达、城市自治堪称悠久的意大利，成为“现代”的策
源地? 这是线性史观不好解答的问题。至于发生在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更彰
显中古欧洲至现代欧洲的某种非连续性。可见，中古欧洲在 11、12 世纪以后的种种变化，主要应视
为欧洲封建社会自身的发展和变革，这些变化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实质。国外学者曾提出“旧欧洲”
这一概念，它把 11、12 世纪至 18 世纪作为一个时代，一个阶段，其后才是现代欧洲。罗伊特对此评
论道，这种历史分期表明，研究 11、12 至 18 世纪这一时期的学者似有更多共同语言。这一时期的上
层建筑具有基本的连续性，贵族的、家族式的、以宫廷为中心的上层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② 这也
就是封建贵族文化。
萨瑟恩曾强调，亚里士多德等希腊人思想的再发现奠定了中古欧洲思想成就的基础。中外学者

中也有人认为，中古欧洲思想家直接延续着希腊和罗马古典理性传统，并且传递给现代。亚里士多
德思想在中古时期的传播其实已表明，古希腊人的思想是以非连续性的传播方式到达西欧基督教思

想家那里的。据相关研究，在中古拉丁世界，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主体，多个世纪里是不为人所知的。
亚里士多德的遗产是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到达西欧基督教思想家那里的。首先是波埃修斯( Boethius)
的翻译使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某些元素( 《范畴篇》和《解释篇》) 为西欧使用，它们成为中古早期神
学与哲学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环地中海旅
行，并且伴随着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中出现的大量伊斯兰和犹太文献再次到达西欧。13 世纪西欧
神学与哲学发生的深刻变化应置于这一背景来认识。③

历史地认识中古欧洲，应当避免预设中古欧洲自身在文化上的深度同质性和统一性。事实上，
在中古时代，“欧洲”本身就是需加讨论的议题。正如罗伊特所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欧洲”一词
带来的问题很多。欧洲本身是高度多样化的，罗马边界以北、以东的地区虽也受到古代地中海文明
的影响，但其从古代到中古的转变方式显然大不同于高卢和西班牙。即使在罗马化的地带，差异也
是显著的。在地中海地区，无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其文化和社会有很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并不见
于欧洲北部。罗伊特在评论萨瑟恩《中世纪的形成》一书时说，萨瑟恩的“中世纪”基本是在 1000—
1150 年法国的北部“形成的”( 指萨瑟恩书中的典型例证都取自这一时期法国北部) ，所以“萨瑟恩的
书是印象主义的，甚至是点画式的。它暗示的东西不比它具体论证的要少”。④ 勒高夫也说，中古时
期的欧洲在文化和观念上还不是统一的，那时的人们从未梦想要创建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不渴望这

样做。⑤

已有学者指出，作为文化和观念意义上的整体欧洲，是 14 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意识。⑥ 根

5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 Jones，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 ，Ⅵ，c. 1300 － c. 14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 4．
T. Reuter，Medieval Polities and Modern Mental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 28．
P. W. Rosemann，“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the University”，in C. Lansing and E. D. English，eds. ，A Companion to the Medieval World，
p. 548．
T. Reuter，Medieval Polities and Modern Mentalities，p. 29．
J. Le Golf，The Birth of Europe，p. 1．
R. Bartlett，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Colonization and Culture Change，950—135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Introduction，
pp. 1 － 3．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据施奈德米勒( B. Scheidmueller) 的考察，中古时期欧洲流行这一观念:欧洲是不同的族群、宗教和文
化迁移的目的地，其文化来源是多元的;而且还时常发生这样的论争:构成“欧洲人”的究竟是移民还
是当地原有居民? 这就说明，中古大部分时期内的欧洲观是多元的、开放的。施奈德米勒把 1500 年
前后作为欧洲文化记忆的一个关键时刻，他认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埃内亚斯·西尔维乌斯·皮科
洛米尼( 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1458 年出任罗马教宗后称庇护二世) 针对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
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做出的回应，反映了新的欧洲观念:

我敬重的教父、尊贵的君侯和所有贤达，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土耳其人是伟大胜
利，对于希腊人是最大灾难，对于拉丁人是无比的耻辱，这将给你们每人都带来痛苦和恐

惧，我相信越尊贵者痛苦和恐惧越甚。对于一个高尚、尊贵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比坚守信
仰、捍卫宗教、尽其所能地保卫和守护耶稣基督更值得去做呢? 然而现在君士坦丁堡陷落
了，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落入敌人的魔爪，大量基督徒的血在流淌，大量基督徒被杀戮，天

主教信仰深受摧残，我们的宗教被撼动而令我们羞耻，基督饱受伤害和侮辱。事实上，基
督徒共同体以往从未遭受比现在更大的羞辱。虽然我们以前曾在亚洲和非洲受到伤害，
那是在欧洲以外的土地，我们现在是在欧洲这里，我们的祖国、故乡和家园受到挫折和损
失。有些人会说，土耳其人多年以前( 已经) 从小亚航行到希腊，鞑靼人渡过了多瑙河，萨
拉森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然而，我们在欧洲从未失去任何像君士坦丁堡这

样的城市或地方。……耶稣基督失去了这座如此富有、重要和关键的城市，它成为穆罕默
德的战利品———而我们即使没有睡觉却依然沉默。①

在施奈德米勒看来，这种封闭的、与亚洲对立的、自视为一体的欧洲观念，不是自古已然的，中古时代
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欧洲观。这种观念是在 15—16 世纪逐渐出现的，欧洲航海和扩张时代有关民族
和文化起源的学说开始阐发以下内容: 族群的纯粹性; 血缘与本土之间的联系; 用民族解释世界历

史;突出欧洲的世界历史地位。② 这就是新欧洲观的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之“新”的体现之一，是对中古欧洲本身的
多样性以及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空间和论述，一定程度彰显了跨文化的视角

和世界历史的意识。有作者强调:“在 11、12 世纪，基督教世界与欧洲不能划等号; 拉丁教会与西欧
也不能划等号;伊斯兰与北非和中东同样不能划等号。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埃
及和非洲，有大量基督徒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一般来说，他们并未受到迫害。”当时也有“很多穆斯
林生活在欧洲，就像今天一样。西班牙、葡萄牙的很多地区、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萨丁尼亚、西西
里和意大利南部都有大量的穆斯林”。③ 还有作者认为: “1000 年，科尔多瓦的哈里发政权几乎肯定
是西欧最富有、最强大的政权。繁荣的农业和发达的货币经济提供了税收，以供养常备的职业化军
队和发达的文官制度。这个国家在科尔多瓦的倭马亚王朝统治下有效地统一起来，科尔多瓦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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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固定都城，其政府所在地。”①所以，“直布罗陀海峡，就像这时的英吉利海峡一样，不是边界，
而是‘帝国’内的海上航道”。至于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更是不同文化的会聚之地。
“这里是阿拉伯、希腊、拉丁和法兰克文化的交汇之处。甚至在 12 世纪后期，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用诺
曼贵族所缺少的复杂技能为西西里的行政管理提供支持。共同的联系把犹太人和穆斯林联结在一
起，无论他们生活在欧洲还是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方。”②论者强调要注重从“横向”视角书写欧洲
史，提醒人们警惕“纵向”的，也就是“直通车”式的欧洲史观，主张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及文化多样
性认识欧洲史，避免把欧洲史与拉丁基督教遗产简单地对应起来。史家应当关注的不止西欧，还有
西欧的邻居。对于 13 世纪的西欧社会来说，马穆鲁克的埃及、马格里布的穆斯林国家，甚至“蒙古帝
国”，都是重要的主题，所以，“中古的视界扩大了”。③ 视野扩大以后，中古欧洲的历史，更富于多样
性，文化上更具多元性。《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中的“新史观”，正是史学对时代的回应。对此，我们
理应关注，并进一步重视跨文化或历史比较研究，在多样性统一的视野内把握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与

共性。

结 语

笔者认为，对中古欧洲历史的阐释，应当超越以“现代”为中心的叙事。世界历史是多样性的统
一，中古世界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史学首次用“封建”称谓整个中古世界，“封建社会”由此成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考察中古世界的一个基本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般阐释，封建社会的基
本内涵是大地产制度与小生产的结合，以及地主( 领主) 与农民阶级两大社会集团的矛盾与对立。这
一内涵反映了中古世界的根本统一性，仍然具有科学价值。
中古欧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然而从历史的多样性统一看问题，中古欧洲与中古世界其他地区

有着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遵循中古时代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法则。所以，中古欧洲的特殊不是脱
离中古世界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而是蕴含中古世界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指出这一点，
不是否认中古欧洲文明的活力与创造性，以及中古欧洲对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而是说，中古欧

洲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当中给予解释，在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辩证运动当中

给予解释，尽力避免某种“后见之明”。

( 作者侯树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 100875)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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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s and Trend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search: Rethinking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 Zhang Taiyuan

In recent years，the“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theory. There are mainly two obivious academic orientations: one is to transform foreign theory into local
practice; the other is to generalize from the specific，and to draw“big”arguments from“small”content.
Ye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through a series of discussion and“clarification”，the“orientation”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and the actual“trend”eventually diverged. It seems that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history emphasized cannot cover all the aspect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More approaches are perhaps in need to promote studie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nly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a multi-orientated，multi-leveled，and multi-dimensional way，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outlook of Chinese revolution. Only by doing so，we can
reveal the aspects that has not been noticed but significant to restore the true face of the revolu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eval World: A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Diversity / / Hou Shudong

The nature of history is the unity of diversity，and so is it of the medieval world. The various
countries，regions and natio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were all special in having their own unique pattern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However，we should not understand these“particularities”in the absolute sense，
because they were all subjected to the common structure and rules of the medieval world. Modern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in Northwestern Europe. It is this fact that drives some scholars to stress the
fundamental and even absolut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histories and cultures. As a
result，to varying degrees，Medieval Europe has been placed at the center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origin of“modernity”. Faced with the infinitely rich historical differences of the medieval world，historians
ought to think further: do these differences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medieval world consisted of
heterogeneous societies，or did these societies share some fundamental characters? Only by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historians develop a conscious view of world history to better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the“hindsight of history”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ain Themes of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 / Chen Xiang，Tsukase Susumu

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and one of its recent trends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We can divide the rise of
this scholarly approach into three stages. In studie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II，Japanese scholars only took the environment as a background factor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social
evolution history，or a side mentioned in the study. In the 1980s，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scholars in Japan began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thus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s a group of scholars embraced and adop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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